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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回《 送 罗 寿 可 诗 序 》 言：“ 诗 学 晩 唐 不 自

四灵始，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晩唐

体。”［1］其《瀛奎律髓》卷二十三评曰：“宋初诸人

诗皆有晚唐风味。”［2］此论屡为文学史家征引，勾

稽相关文献，还可从阅读史角度见出这一文学现象

的产生背景。如欧阳修《六一诗话》所记儿时学诗

事言：

郑谷诗名盛于唐末，号《云台编》，而世俗

但称其官，为《郑都官诗》。其诗极有意思，亦

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髙，以其易晓，人家多以

教小儿，余为儿时犹诵之，今其集不行于世矣。

……

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

亦务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构思尤艰，每有

所得，必极其雕琢，故时人称朴诗“月锻季

炼，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当时如此，

而今不复传矣。余少时犹见其集，其句有云

“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晓来山鸟

闹，雨过杏花稀”，诚佳句也。［3］

这里涉及两种晚唐人小集，一是郑谷的《云台编》，

一是杜荀鹤的《唐风集》（又或是周朴的别集），

这表明在欧阳修少年时晚唐体诗风仍在流行，各

类学校即以晚唐诗为教材教授诗法。现存于西安

碑林的《京兆府小学规》形成于宋仁宗至和元年

（1054），列述了不同层次的诗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前两个等级要求“吟五、七言古律诗一首”“吟诗

一绝”，应是指依声律要求吟诵，末一等级“念诗

一首”［4］，仅指朗读。使用教材“古律诗”，应是

指唐人律绝类选本。由欧阳修所记看，当时各类学

校中的诗学教材多是晚唐诗人小集与以此为主体的

唐诗选本。这些书在宋代有很长的流传史，如《崇

文总目》中就录有《名贤绝句诗》一卷。这是宋人

对唐诗最直接的传承方式。宋初士人求仕热情日

增，却多以官小位卑的贾岛、郑谷、杜荀鹤等晚唐

体诗人之作为法，以至这类苦涩孤寂之音，竟成新

兴王朝流行之调，其中原委，应有深解。从书籍史

角度看，从唐末到五代、宋初，正是抄印转换时

期，这是晚唐诗风流行的一个重要背景。

范文教材印本化与晚唐体在宋初的传承

——简论抄印转化与唐末五代诗风之关系

查屏球

内容提要 《京兆府小学规》表明唐律绝选本是宋初各类学校的基础教材。这些

选本多由唐末传承下来，唐末五代至宋初是抄印转换的初期，也是白体、晚唐体的

风行时期，两事密切相关。元、白之后诗人对传播效应有了自觉意识，主动利用刻

石、题壁、拓印、雕印等技术出版各类诗集，提升了这类作品的影响。以科场名家

为范本的传统与现实的市场效应，使唐末诗家小集与选本多成为各种层次的诗学教

材，在商品化的作用下，这类教材类抄本最早转化成印本，加速了晚唐体审美范式

的传播，固化了其诗学理念。因此，教材的印本化与商品化客观上传承了晚唐以来

形成的诗学传统，建构起以晚唐名家名作为中心的唐诗名篇序列。这是宋人接受唐

代文学的起点，也是其诗学知识的基础构成，白体、晚唐体在唐末宋初的流行是传

媒技术进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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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唐末“时文”教材的流行
    与抄印转换走势的遇合

唐时，随着应试教育日渐流行，及第名人小集

已成为了诗学教材的主体，杨绾在大历时即感叹学

人：“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

诸家之集。”［5］如李峤进士甲等及第，其《咏物百

廿篇》就作为律诗教材风行一时。中唐之后，学人

生活多趋于城市化，文化传播效应越发明显，主流

审美思潮多受到传播活动的作用。当代文人对传播

的自觉意识也有明显上升，如白居易要求新乐府

“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体顺而肆”（《新

乐府序》），“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寄唐

生》），都含有增强传播效应的用心。他们还将这

一文学理念扩展到整个文学创作，形成了以追求传

播效应最大化的平易朴质的艺术风格，并凭着《长

恨歌》与《元白酬唱集》这类极具传播效应的作

品，创造了一种流行文化，张扬了歌辞化的诗学理

念。姚合、贾岛以及其后追随者组成的晚唐诗派，

脱略赋体语的滞重，讲究语言的省净巧妙，也有降

低接受障碍增强接受效应的用意。在唐末张为《诗

人主客图》中，白居易的广大教化派与李益的清奇

雅正派，分置两类，姚合、贾岛之作归为后者，而

这一派中张籍、杨巨源、姚合、方干、马戴、贾

岛、项斯等人作品又与元白诗风类似，因此，白体

与以姚贾为代表的晚唐体在内在艺术精神上是相通

的，都以增强接受效应为努力方向。精工细巧的晚

唐体，就是将白体风格精致化了，以锻句炼字之功

创作出一种晓畅之美，费尽心力打造平淡，也是为

了保证接受效应的最大化。正是在这一艺术导向作

用下，长期居正宗地位的典丽化的“文选体”让位

于简淡素雅的白体、姚贾体，流行的诗学教材也是

《元白酬唱集》等当代诗人之作。孙光宪《北梦琐

言》卷六记：“唐杜荀鹤尝游梁，献太祖诗三十章，

皆易晓也，因厚遇之。”［6］“易晓”是杜荀鹤献诗

成功的主要因素，这不仅是杜氏的权宜之计，而是

一时风气使然。

其时最有影响的诗人作品多能流行于校舍之

中。如白居易《与元九书》云：“自长安抵江西

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

有题仆诗者。”［7］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予于

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对

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8］又如，皮日休

《伤进士严子重诗》序言：“余为童在乡校时，简上

抄杜舍人牧之集，见有《与进士严恽诗》。”［9］此

处即说到乡校学生以杜牧诗为教材的事。又，至唐

末贾岛影响越来越大，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六

记：“唐李洞字子江，苦吟有声。慕贾浪仙之诗，

遂铸其像事之，诵贾岛佛不绝口，时以为异。五代

孙晟……为道士，居庐山简寂宫。尝画贾岛像置屋

壁，晨夕事之，人以为妖。”［10］其诗也为学人奉为

教材，五代宋初流传的《贾岛诗格密旨》《李洞贾

岛诗句图》等诗格诗法，多是与贾岛诗集配套的

导读教材。晚唐这类诗学读本以绝句集为多。如

王建《宫词》、钱珝《江行无题》都是百首绝句小

集。这类绝句小集语言多具歌辞特色，晓白明畅，

易成畅销读物。现知咏史绝句集就有胡曾《咏史绝

句》一卷、汪遵《咏史诗》一卷、周昙《咏史诗》

八卷，以及孙玄晏《咏史组诗》等，都具有教材功

能，这种书的增多表明当时书籍市场一直存在着

这一需求。《崇文总目》中也列有《赵氏编年诗》2

卷，李雄《鼎国诗》等七律组诗［11］，应属层次更

高的诗学教材，敦煌文献中也存有赵嘏《读史编年

诗》［12］，足见这类教材流传至广。

唐末形成的诗家小集与各种教材类选本，在宋

初仍在流传与使用，这些书多属蒙学读物，官方史

志较少关注。细加梳理，还是可以寻得一些材料

作参考。如郑樵《通志·艺文略》等著录的就有：

《垂风集》十卷（采张籍等十人诗）、《名贤绝句诗》

一卷、《前辈咏题诗集》二卷（集唐中元以来中书

所试诗笔）、《中书省试咏题诗》一卷（采唐开元至

大中以来咏题之诗三百五十篇）、《唐五僧诗》一

卷（鸿渐等）、《唐十哲僧诗》一卷（清江等）、《才

调集》十卷（唐韦谷集）、《诗纂》三卷（梁陈康图

集）、《资吟集》五卷（梁钟安礼集）、《临沂子观光

集》三卷（梁王毂集）、《极玄律诗例》一卷、《又

玄集》一卷（伪蜀韦庄集）、《江南续又玄集》十卷

（伪唐刘吉集）、《拟玄集》十卷（梁陈康图集）、《连

璧诗集》三十二卷（檀溪子道民集）、《礼部所投诗

卷》、《国风总类》五十卷（王仁裕集）、《备遗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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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卷（伪蜀王承范集）等［13］。这类流行性选本

在内容上多有兼容性，后出者多是在继承前出选本

篇目的基础上再加以延展补充。如姚合《极玄集》

主要选大历诗人作品，对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篇

目有明显的继承。之后，韦庄《又玄集》收 150 人

近三百首诗，晚唐诗近一半，本书成于光化三年

（900），但书名与篇目对姚合之作多有汲取。仅从

书名看，南唐的《江南续又玄集》、后梁的《拟玄

集》，都模仿了这一书名，内容上也当有相承性。

与“不录存者”的传统不同，这些教材性的选本多

以当代诗人作品为主，其中以“白体”“姚贾体”

居多，在童蒙教育中又以《名贤绝句》类与诗家小

集最为流行。

这类书公元 10 世纪末还曾传布到新罗、高丽、

日本，如流传于新罗高丽的唐人七律选本《十抄

诗》，虽是由新罗留学生自编的，但很可能是以一

种唐未流行选本为底本，所选除少数中唐诗之外，

绝大部分都是晚唐诗作，体现了以当代人作品为

教材范本的风气。又如，今存韩国的唐人五绝选

本《唐贤诗范》，成书于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

也是沿续着唐末以来的诗教风气。又如，藤原佐

世《日本国见在书目》载有《刘白唱和集》2 卷、

《杭越寄诗》23 卷。《通宪入道（1106 — 1159）藏

书目录》也载《杜荀鹤集》一卷、《章孝标集》卷

上。这都表明这类教材已成为东亚汉文世界的流行

读物。

这类教材型诗选流传如此之广，又与抄印转换

的历史进程相关，就技术而言，早在武后时期就有

雕版印刷佛经之事［14］，但民间大规模印书多在唐

文宗朝尤其是唐懿宗朝之后。如《册府元龟》卷

一百六十记：“（大和）九年十二月丁丑，东川节度

使冯宿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

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

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15］这表

明至 9 世纪前半叶，剑南、准南道两处印制历书已

广为流传，40 年后，这类印本已成通行之物，王

谠《唐语林》卷七记：“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

江东，而市有印货者，每差互朔晦，货者各徴节

候，因争执，里人拘而送公。”［16］这应是中和元

年（880）僖宗入蜀到光启元年（885）返回长安之

间的事。又，佛道二教都积极利用这一新技术。范

摅《云溪友议》卷下记：大中元年至三年（847 —

849），“纥干尚书泉苦求龙虎之丹十五余稔，及镇

江右乃大延方术之士，乃作《刘弘传》，雕印数千

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之者。”［17］敦煌藏经

《金刚经》印卷（Ch.ciii.014）卷末印有题字：“咸

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司空图

《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化募雕刻律疏》言：

自洛城罔遇时交，乃楚印本，渐虞散失，

欲更雕锼……再定不刊之典，永资善诱之方。

必期字字镌铭，种慧良而不竭。［18］

此文写在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左右，文中言

“重雕”，之前已有“楚印本”。又，宋人《爱日斋

丛抄》卷一引柳玭《柳氏家训序》称 :“中和三年

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

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说、占梦相

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

纸浸染，不可尽晓。”［19］日本僧人宗睿《新书写请

来法门等目录》中录有“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

卷”，并说是在咸通六年（873）于长安购得。可

见，早在 9 世纪 70 年代初，成都这类教材读物已

传到长安了；至五代时，即 10 世纪前期，印书业

开始了加速度发展，西蜀、后唐都有了官办印书之

事，在唐亡次年，地方官任知玄就印杜光庭《道德

经广圣义》30 卷［20］。

大规模刊书是从刊印教材开始的，《资治通鉴》

等史书都有记，宋人《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九所记

尤详：

先是公（ 毋昭裔 ） 在布衣日， 常从人

借《文选》及《初学记》，人多难色，公浩叹

曰：“余恨家贫，不能力致，他日稍达，愿刻

板印之，庶及天下习学之者。”后公果于蜀显

达……因命工匠日夜雕板，印成二部之书，公

览之欣然曰：“适我愿矣。”复雕九经诸书。两

蜀文字由是大兴……初其在蜀雕印之日，多为

众所鄙笑，及其后乃往假贷，虽樊侯种杞梓未

可同年而语。［21］

此处记录了《文选》类文学教材被印本化的初始过

程，时间在公元 940 年左右，蜀中印刷业至此已发

展一百多年了。印书之事曾为人“鄙笑”，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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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本在初期作为一个新生之物，只是民间“俗物”。

又，后唐刊九经是抄印转换的历史性标志，宋王溥

《五代会要》卷八《经籍》记：

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

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

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

细看读，然后顾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秩刻印

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幷须依所

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22］

这是中央教育机构首次以雕版印刷的方式发行统一

教材，是官方最高学术机构对这种新型文本形态的

肯定，提升了印刷文本的地位。如宋汪应辰《文定

集》卷十《跋贞观政要》言：“绍兴三十二年八月

偶访刘子驹于西湖僧舍，出其五世所藏之本，乃

后唐天成二年国子监板本也。”［23］南唐、吴越也有

了类似的事情。仅《宝箧陀罗尼记》一书，钱氏

吴越国就刊印了 84000 卷，刊印活动延续了 20 年，

印卷传遍江南［24］。宋统一南唐、吴越后，收集到

数万卷图书北上，其中多数应为二地制作的印本。

《旧五代史·晋太祖纪》：“寻令荐明以《道》《徳》

二经雕上印板，命学士和凝别撰新序，冠于卷首，

俾颁行天下。”［25］《宋史·聂崇义传》：“汉乾祐中，

累官至国子《礼记》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刊

板于国学。”［26］可见，后唐以后朝廷已设有刊印机

构了。

经过半个世纪的普及，到 11 世纪初，印刷书

籍已居主流了。《宋史》卷四百三十一《邢昺传》

记：“是夏（景德二年），上幸国子监阅库书，问昺

经版几何，昺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

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

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

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27］不到 50 年，皇家

藏书仅经部就增长了 20 多倍，其他类书籍的增长

也应如此。抄印转换极大地提高了书籍生产的效

率，使得宋初成为书籍增量的爆发期，流行于乡校

私塾的各类诗学教材也应相应地印本化了。《续资

治通鉴长编》卷十八记太平兴国二年（978），江

州庐山白鹿洞学徒数千百人，乞赐九经，太宗诏国

子监传送。国子监能供给地方上千人学校教材，亦

当是印本充足。

以上就是公元 9 世纪中叶到 11 世纪 150 年

间书籍史背景，由此看来，晚唐体的流行及被宋

人的接受，既是进士科文化下移的结果，又与当

时文本形态从抄写到印刷的转变有关，它是书籍

印本化对学人知识结构影响的结果。两者的关涉

点主要在以下几点：首先，抄印转换推进书籍生

产的民间化、商业化、私人化，带来了书籍爆

增，其中尤以晚唐诗家小集与选本为多，构成了

宋初学人天然的阅读土壤。其次，这一时期的各

类印本第一次将学人教材固化了，改变了以往不

稳定、不统一、随意性状况。如欧阳修所叙一些

地位不高，声名不显的晚唐诗人诗句也能为宋人

熟知，就是因为他们作品已进入印本教材中。再

次，相沿相承的印本教材构建了宋人接续唐人的

直接桥梁，对宋人唐诗观产生了初始化作用。他

们的偏于白体、姚贾体的晚唐诗观多是建立在对

唐末诗家的认识上的，这是他们接触最多的诗学

教材。但是，抄印转换发生在动荡年代，早期贝

叶装、旋风装、经折装、蝴蝶装印本，在印本线

装化之后，多已不存。留存下来的文献记录甚

少，考古实物无多，对其中一些具体的环节只能

作初步的推断，尤其是民间的私人性的非中心区

域对时文小集的刊印多被刊印九经这类重大事件

遮蔽了，我们只能在残存线索中寻得一鳞半爪。

二  唐末五代诗家对印本的
    利用与晚唐体流行

在武后时代已出现的雕版印刷要等到二百年后

才广泛运用，是因为在稳定的贵族化文化机制里，

有一个庞大而成熟的抄书机制，如《旧唐书·职

官志》记仅中书、门下抄写、制书人员总数有 250

多。据此推想，其他官府及民间寺院等处抄手更是

不计其数。以铺张人力来繁复程序形式，是贵族文

化区别于平民文化的一种表现，在商品化作用下，

技术的进步，使得贵族化精神产品不断趋于平民

化、普及化，这是社会进化的趋势。在抄印并行的

时代，抄写体系代表了正宗，印本则是作为边缘之

物被卑视与排斥。但是，唐僖宗之后，社会动荡，

原有的文本生产体系已遭到破坏，印刷作为复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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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最简便的方式日渐流行起来，这一改变不仅是技

术层面的问题，也是书籍观念的一次变更。

首先，更新了正统化的书籍观念，扭转了抄重

印贱的意识，推升了印本化的晚唐小集的地位。在

抄印并行时期，抄写体系生产的书籍多为体现朝廷

意识形态的儒家经典之类，且须经过名家推荐、朝

廷认可的程序。印本则作为商业化的俗物，多有随

意性、私人化特点，故不为人所重。五代时，这一

观念在政治中心区之外先发生变化，南唐、吴越、

蜀中相对稳定，印刷业发展更盛，印本书籍累积量

很大。如，江少虞《事实类苑》卷三十一载：“乾

德元年，平荆南，诏有司尽收高氏图籍，以实三

馆。三年九月，命右拾遗孙逢吉往西川取伪蜀法物

图籍印篆赴阙，得书万三千卷送三馆。开宝九年，

平江南，命太子洗马吕龟祥就金陵籍其图书，得

二万余卷，悉送史馆。”［28］《宋史·张洎传》记南

唐皇帝李煜宠信张洎，曾赐书万卷给他。荆南高

氏，仅辖二州，其藏书竟引得宋廷关注，南唐不足

40 年历史，藏书数万卷，并能赐书万卷，当缘于

刊书发达之故。又，《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九载：

“（后唐同光三年）十月，两淮钱镠留后钱元瓘、苏

州节度使钱元璙，各贡进……九经书、史汉唐书共

四百二十三卷。”［29］其为中原朝廷所重者则是新出

之印本。《宋高僧传》卷二十八载：“释永安……乃

以《华严》李《论》为会要，因将合经，募人雕

板，印而施行。”［30］联系到上述大规模印刷《陀罗

尼经》一事看，刊书之事在吴越国应已普及。这些

地区原来的抄书机制就没有京洛地区发达，对于书

籍取舍与认定与正宗体系也不同，所以，印行的

书多不是儒家经典，而是文学类书籍，《册府元龟》

卷六百八载：

周田敏为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广顺

三年六月，敏献印板书五经文字、五经字样各

二部，一百三十 ……唐朝亦于国学刊刻，今

朝廷日不暇给，无能别有刊立。常见吴蜀之人

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

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乃奏闻。［31］

此处叙及了从后唐到后周官方刊经的原委，并指出

之前吴蜀刊书虽多，却无经典。蜀吴作为边缘化

地区，其刊书多为民间私人活动，或依其趣，或取

其利，并无定规，如西蜀印贯休集、吴越印方干

集，都是非官方化的自发活动。教材化的时文小集

多成为了流行读物，受众较广，故能较早进入印

本之列。随着印本地位的提升，一批寒士小集印本

也作为教材堂而皇之进入各类学校，如下文所说的

徐夤、陈咏等人诗集就是如此。虽然，他们地位不

高、家世不显，但借助印本这一种新型传媒技术，

竟也成为一个时期流行文化中的偶像。这也推升了

寒士、隐家形象的文化地位，确立了苦吟诗派追求

的清奇淡雅诗风的经典性。宋初九僧、魏野、林逋

等醉心于此，就是这一文化环境熏陶的结果。

其次，印本的增多也改善了原有的书籍流通方

式。纸抄时代的书籍，流传不易，不得朝廷秘阁

收藏，能传世者甚少。因此，取定名家，请给纸

笔，献书朝廷，再由官方抄写机构抄写收藏，是

印前时代文人传播作品的主要方式。印本一开始作

为非主流文本，仅流行于民间。如元稹《白氏长庆

集》言：“二年间，禁省、观寺、邮堠墙壁之上无

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

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

是（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书

肆之中也）。”［32］此处“模勒”，是否指雕版印刷，

学界尚有争议，但以其为一种文本复制方式则无疑

议，所叙应是长庆四年（826）前的事。在唐代文

人中，白居易是最重保存文集的人，他不以进献秘

阁为目的，更重民间流传，但也有重抄贱印的旧观

念，只将自己文集抄写五份，分藏于五处。但抄本

流传不易，一是传播范围有限，白居易在洛阳圣善

寺专门立碑写下阅读规定，只能在寺内阅读，不可

携出；二是书价昂贵，传本无多。其时抄卷一般是

一卷千钱，白集有 70 卷，相当于一个五品官的月

俸［33］，远超普通文人的认购能力。不足百年，白

集原本多散佚。印本数量大、费用相对低廉，技术

的进步带来了出版的繁荣，不仅是因生产书籍的成

本降低，更主要的是使作者获得了更大的出版自

由。由《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看，这一

时期诗人小集尤多，与此出版环境当有关系。

至懿宗朝后文人参与印刷出版之事渐多，如方

干集、贯休集都是弟子主持刊印的。今传明嘉靖本

方干《玄英先生集》附孙邰《玄英先生传》中有



179

范文教材印本化与晚唐体在宋初的传承

言：“序成将以付梓云。”［34］方干诗集在当时已作

为习诗者的教材。孙邰《哭玄英方先生》言：“官

无一寸禄，名传千万里。”吴融《赠方干诗》：“句

满天下口 , 名聒天下耳。”其诗散布如此之广，当

缘已有印本。考虑到钱越已能刊印八万多卷《陀

罗尼经》这一背景，其诗集完全有可能在吴越被

印制。又如，昙域撰贯休《禅月集后序》记：“众

请昙域编集前后所制歌诗文赞，日有见问，不暇

枝梧。遂寻检稿草及暗记忆者约一千首，乃雕刻

版部，题号《禅月集》……时大蜀乾德五年癸未岁

十二月十五日序。”［35］这些印刷活动都是弟子自发

之事，纯属民间自主行为。

社会失序后，文人献书阙下的渠道受阻，印刷

以更便捷的传播方式推进了私人作品取得前所未有

的传播效应，也进一步提升了文人传布作品的愿

望。因此，就有了文人自行刊印本集之事，如《新

五代史·和凝传》记 :“为文章以多为富，有集百

余卷，尝自镂板以行于世，识者多非之。”［36］和凝

之所以引起非议，是因为他跳过了“他人编定，权

威认可”的常规程序，自产自售，自我肯定。同

时，印书在当时多是商贾的营利行为，和凝以宰相

身份营此，也易为人耻笑。“识者”的反应体现了

正统观念对新型传媒的排斥，但是，和凝这一行为

也表明：一些文人已经感受到印本便捷的传播效

应，改变了以印本为俗的观念，主动利用新技术自

发传布作品。出版条件的自由化带来了个人诗集出

版的繁荣，为宋初学人直接提供了诗学资源。

最后，在抄印并行时代，印本费用是抄本的十

分之一，技术的进步推动了书籍商业化的进程，市

场化的传播效应提升了中下层诗人出版诗集的积极

性，推进了晚唐体小集的增量与流传；同时，也使

得这一时期诗集撰作更具商业色彩，文人多能从市

场角度考虑读者的接受问题。

例如，敦煌抄卷《崔氏夫人训女文一本（p. 

2633，s. 129，s. 5643）》，是据印本抄录的卷子，其

文未曰：“上都李家印崔氏夫人一本。”“崔氏夫人

劝女诗”是以绝句体写成的劝诫言，是书仪，也是

家教类教材，文学性与实用性兼具，流行量较大。

“上都李家印”表明这是据印本抄写的，在写本之

前印本已有流行。“上都”应是在唐昭宗迁洛前的

说法，即天佑元年（904）之前在长安一李姓书商

印制了此书。诗以俗白体写成，且有以“白侍郎”

（白居易）署名的赞语，并附有二首诗，虽然是托

名之作，但风格近似，据此可见白体在当时图书市

场之影响。这件印刷品内容单一，可能就是如元稹

所言的单幅“模勒”之物，是一种完全商品化了的

书籍。

又如，徐夤《徐公钓矶文集》卷六《自味十

韵》言：“只合沧洲钓与耕，忽依萤烛愧功成。未

游宦路叨卑宦，才到名场得大名。梁苑二年陪众

客，温陵十载佐双旌。钱财尽是侯王惠，骨肉偕承

里巷荣。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画图呈。”［37］

徐夤于梁开平元年（907 年）再试进士，诗作于及

第 12 年后，约在后梁贞明五年（919）。诗人以一

种自豪且得意的口吻说其赋在及第前即被人“镌印

卖”了，这说明文人已将市场反应与传播效应作为

文学评价的一项重要指标。

再如，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郑准讥陈

咏》记：“（陈咏）其诗卷首有一对语云 :‘隔岸水

牛浮鼻渡，傍溪沙鸟点头行。’京兆杜光庭先生谓

曰 :‘先辈佳句甚多，何必以此为卷首 ?’颖川（陈

咏）曰 :‘曾为朝贵见赏，所以刻于首章。’都是

假誉求售使然也。”［38］陈咏是眉州青神县人，于天

复四年（904）进士及第归蜀。杜光庭称其为前辈，

是因杜在咸通年间也曾蹭蹬科场多年，其见陈咏诗

集可能就在此时。陈咏以名作印于首页，类似于为

书做广告，明显有促销之意。取定名家已不是他唯

一目的了，市场求利也是一个动机。杜荀鹤与陈咏

差不多同时，其诗集《唐风集》也有类似的编排方

式，以代表作《宫怨诗》为首篇，依此推论，杜集

或许也有印本。印本的商业化本性，将诗人与市场

联系起来，诗人首先考虑的不是藏之名山，传之后

世，而是如何吸引读者以求畅销。其时最大的读者

群就是以科举之士为主体的中下层士人，其诗也当

以表现这一群体情感为主。以贾岛为代表的“晚唐

体”受到五代、宋初人士人的追捧，就在于这些诗

多表现了中下层士人当下的生活、思想与情感：以

无为的人生理念显示了内在的自信，以无奈的情景

表示对社会不公的失望，以孤芳自赏的态度表达超

越凡俗的精神理想，不以轰轰烈烈的功名，不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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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大喜的情感，而以淡雅情趣塑造了一代风骨，为

失意者提供了精神依托。这些与宋初士人张扬个性

的精神需求是契合的，故也能成为宋初各类学校中

的畅销书。

总之，抄印的转化是依自下层到上层、自边缘

到中心、自低俗到正统的逆序进行的。与简纸替代

一样，文本载体形式转变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进

步问题，它往往伴随着社会失序、观念更新诸因

素［39］，是社会演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抄印转换实

质上是纸抄文本生产体系失效后的产物，既是对原

有的书籍生产方式的替代，也是对与这一机制相关

的文化观念的更新，初期民间化、无序化的发展，

带来出版的自由化，私人性大于官方性，一向不为

正统者所重的时文教材、当代诗人小集可被刊行，

文人也开始以市场化的传播效应作为创作导向，也

加速了抄印转换进程。以贾岛为代表的晚唐诸集是

第一批印本化的畅销书，也成为唐末以来几代士人

的必读书。故宋初诗人继承晚唐体诗风，不仅仅是

一种审美选择，也是抄印转换的一个结果。

三  宋初对唐末五代刊本的
    接受与晚唐体诗学影响

从阅读史角度看，以上诸论可再得一些印证。

宋初文人多将唐人小集奉为经典，如柳开《河东

集》卷九记录了他对一家唐诗选本的用心，其云 :

《与韩洎秀才书》：因《读孟郊诗》言及

足下有卢仝诗数十章。开于十年前在京城书肆

中见《唐诸公诗》一 ，内有《玉川生诗》约

四十余章……

《再与韩洎书》：卢仝诗，非余昔市得之

者，今写讫纳上。未得相识，空増永思。［40］

柳开在此所言“唐诸公诗一策”，此策当为“册”，

册页的书籍，多为印本；且言书价为“百钱”，非

常接近当时印本书价。其中所言卢仝《与马异结交

诗》至今仍存于卢集之中，《全唐诗》收卢诗一百

多首，此云四十余章，应是选集，但是这部《唐诸

公诗》在后世公私目录志中少有记录。又，王禹偁

《小畜集》卷二十《孟水部诗序》：

余总角之岁就学于乡先生，授经之外，日

讽律诗一章，其中有绝句云：“那堪雨后更闻

蝉，曾绝重湖路七千。忆昔故园杨柳岸，全家

送上渡头船。”余固未知谁氏之诗矣，及长，

闻此句大播人口，询于时辈，则曰“江南孟水

部诗”也。［41］

王氏所引之诗即是孟宾于的一首绝句，这与《京兆

府小学规》提及的诗学教材是一致的。宋初文人

接触最多的还是贾岛等晚唐诗家小集，这一点由

当时诗话中对贾岛等人的诗大量引用，足可见出。

《吟窗杂录》所存宋初诗话中，有托名贾岛的《二

南密旨》，似为《长江集》导读，如其《论总例物

象》曰：岩岭、岗树、巢木、孤峰、高峰、山影、

山色、山光、黄云、黄雾、白云、孤云、孤烟、云

影、云色、云气、阔云、谷云、烟浪、野烧、重

雾、江湖，荆棘，蜂蝶、池井、寺院、宫观、楼

台、殿阁、红尘、惊埃、尘世。故乡、故园、家

山、乡关、松竹、桧柏、松声、竹韵、松阴、竹

阴、岩松、溪竹……［42］而所列物象词多是来自

《长江集》中。其它如李洪宣《缘情手鉴格》、徐

衍《风骚要式》、齐己《风骚旨格》、释文彧《诗

格》、保暹《处囊决》、释虚中《流类手鉴》、王玄

《诗中旨格》、王叡《诗格》、徐寅《雅道机要》，

以及托名白居易、梅尧臣《金针诗格》《续金针诗

格》等，都类似秀句集，收录了大量的贾岛、姚

合、郑谷、周朴等晚唐诗人诗句，不难见出这些编

者对晚唐诗家小集是很熟悉的。

由本文开头所引欧阳修《六一诗话》所记之事

看，晚唐流行的名家诗集到宋初仍在各类乡校中传

承，并保持着教材功能。如《梦溪笔谈》卷十四也

记一事：“杨大年因奏事论及《比红儿诗》，大年不

能对，甚以为恨，遍访《比红儿诗》终不可得……

予按《摭言》，《比红儿诗》乃罗虬所为，凡百篇，

盖当时但传其诗而不载名氏，大年亦偶忘《摭言》

所载。”［43］如同王建《宫词》等绝句小集一样，罗

虬《比红儿诗百篇》兼备俗艳之趣与精巧之句，在

一段时间曾作为初学读本而畅销。由沈氏所记看，

传至后来，连作者名都已佚没，这是商品化书籍的

特色，也表现了印本流传的持续能力。

印本以复制的简捷保证了文本的统一与稳定，

也促成了教材的统一化，印本的广泛流行固化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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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期的诗学范式，并以入选篇目确定了人们关

于唐诗名篇的认同意识。《彦周诗话》所记钱易作

《拟唐诗百篇》即反映了这一点：“钱希白作《拟唐

诗百篇》，备诸家之体，自序曰：‘今之所拟，不独

其词，至于题目，岂欲抛离，本集或有事疏，斯

亦见之本传。’故其《拟张籍〈上裴晋公〉诗》曰：

‘午桥庄上千竿竹，绿野堂中白日春。富贵极来

惟叹老，功名高后转轻身。严更未报皇城里，胜

赏时游洛水滨。昨日庭趍三节度，淮西曾是执戈

人。’”［44］钱易所拟唐诗之底本似为一种“唐诗百

首”选本，选家应非钱易本人。张籍集中并无《上

裴晋公》一诗，《唐诗纪事》卷五十八中有同题之

作，作者是李郢，钱易所和者实为李郢之作。钱易

之所以将之误为张籍诗，其因在于所据非张籍原

集，而是其时流行的一种中晚唐诗选本《唐诗百

篇》，这类民间读物，编撰不尽严谨，传抄多误，

如同前文提及的欧阳修少时所读教本把杜荀鹤诗误

作周朴诗一样。又，《新唐书·艺文志》录：“郁浑

《百篇集》一卷。”注曰：“浑，常应百篇举，寿州

刺史李绅命百题试之。”［45］李绅约大和四年（830）

为寿州刺史，这可能就是后世流传的各种“唐诗百

篇”的祖本，钱易所和之底本也是由这类选本转化

而来。

从唐末到宋初百余年里，刊本化、商品化、教

材化的晚唐小集以及各类童蒙读本的流行，固化了

几代人关于唐诗名篇的认识，形成一个具有晚唐

体风格的唐诗名篇序列，对宋人的唐诗意识产生了

初始化的作用。从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到赵蕃、

韩淲《唐诗绝句选》，再到周弼《唐三体诗》、赵

师秀《众妙集》，其中多有相沿相承的篇目，且多

为地位不高，名声不大的晚唐诗人作品，这是由

唐末、五代、宋初的“时文”选本中相沿下来的。

如，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一《唐诗戏语》言：

士人于棋酒间，好称引戏语，以助谈笑，

大抵皆唐人诗，后生多不知所从出，漫识所

记忆者于此。“公道世间惟白发，贵人头上不

曾饶”，杜牧《送隐者》诗也；“因过竹院逢僧

话，又得浮生半日闲”，李涉诗也；“只恐为僧

僧不了，为僧得了尽输僧”，“啼得血流无歇

处，不如缄口过残春”，杜荀鹤诗也；“数声风

笛离亭晩，君向潇湘我向秦”，郑谷诗也；“今

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劝君不用

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转难”，“自家飞絮犹无

定，争解垂丝绊路人”，“明年更有新条在，挠

乱春风卒未休”，“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

为谁甜”，罗隐诗也；高骈在西川，筑城御蛮，

朝廷疑之，徙镇荆南，作《风筝》诗以见意，

曰：“昨夜筝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依

稀似曲才堪听，又被吹将别调中。”今人亦好

引此句也。［46］

其所引诗多见于各类诗话笔记以及《唐诗绝句》

《唐绝句选》《唐三体诗》等选本中，除杜甫、郑

谷、罗隐等人外，其他五六位作者，多数无单独诗

集传世，能成为宋人熟知名作，当缘于这些诗较早

就被一绝句体童蒙教材收录了。从唐末到宋初，这

类童蒙类读物大多印本化了，传布量甚大，宋人自

幼即知晓这些诗，印本固化了唐末以来形成的关于

唐诗名篇的认知体系。

欧阳修言他最初接触的唐诗就是郑谷、杜荀鹤

等人的作品，早期的教育对他们诗学理念具有初始

化的作用，构成了几代人的诗学范式，《六一诗话》

中记梅尧臣与欧阳修一段著名对话：

圣俞尝谓予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

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

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

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贾岛云：‘竹

笼拾山果，瓦瓶担石泉。’姚合云：‘马随山鹿

放，鸡逐野禽栖。’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萧条，

不如‘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为工也。”

余曰：“语之工者固如是。状难写之景，含不

尽之意。何诗为然？”［47］

其中所引最多的仍是贾岛、姚合之作，这些都是晚

唐体省净精巧风格最典型的体现，梅尧臣比欧阳

修年长五岁。少年时接触到的晚唐体诗集更多，记

忆更强烈。梅尧臣由这些诗总结出一个著名的诗

学理论：“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48］也就是

王安石所说的：“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

辛。” ［49］这些都是在浸染了晚唐小集之后形成的诗

学理念。《六一诗话》中记载的关于“白战体”的

故事 ［50］也体现了这一点，这一轶事所禁字辞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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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体诗中常见词，由上引贾岛《二南密旨·论

总例物象》看，这些是几代诗人都熟知的基本语

汇，各类教材化的选本与小集早就将这些语料植入

到他们的诗学思维中，一当禁用，他们自然“失

语”了。

综上所述，在科举文化作用下，唐人以科场名

家之作为应试范本，中晚唐后，此风更盛。到唐末

五代，社会失序，正统的文本复制机制难以维系，

低成本的雕版印刷文本，由民间俗物上升为通行书

籍，应试化的选本教材成为一时畅销读物。它们的

制作不以上献朝廷为目的，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多是一种自由化的商业行为。至宋初，公私学校已

通用印本化的诗学教材，它们或是《名贤绝句》类

的选本，或是如《云台集》《玄英集》《唐风集》之

类的个人诗集。由于考古实物与相关文献有限，现

在尚难知晓五代宋初唐诗小集印本化详情，然仅由

方干集、徐夤集、陈咏集的被印就不难推断此事在

当时的规模。印本教材固化了应试化的诗学知识，

也把晚唐以来流行的名篇序列与追求传播效应的诗

学观念普及化了，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唐诗认知系

统，晚唐体在宋初的流行与此大有关系。这些印本

化的销畅书已成为几代士人的必读书，初始化了他

们的诗学理念。直到杨士弘《唐音》、高棅《唐诗

正声》、李攀龙《唐诗选》流行，这种晚唐化的唐

诗意识才有所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宋初晚唐体

风潮是宋初人在印本这一新媒体作用下对唐诗传统

的新塑。文学传媒的进步，本身就不是孤立的技术

问题，而是社会进化的一个体现，印本地位的上升

是社会文化阶层扩容的结果。晚唐体的流行以及以

晚唐体为中心的唐诗观的流行，既是中下层士人文

化地位上升的表现，也是文学文本印抄转化的一个

结果。从这个意义上看，唐末五代小集教材的印本

化可从阅读史层面，为宋初晚唐体流行之因提供一

种解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韩藏唐诗

选本研究”（项目编号 18ZDA249）的阶段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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